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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從「麒麟」到「惡那西約」︰全球圖像流動下的長頸鹿

賴毓芝副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

近二十年來史學界最值得注意的現象大概是全球史的興起，雖然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同樣以全球為範疇的世

界史研究，但此波全球史研究最大的特點是將世界視為一彼此連動的整體，而非各個不同文化組成的獨立區

塊。當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全球化網絡逐漸形成時，訊息如何傳播？世界的各個角落如何互通聲息而能夠形成

一個彼此關聯的整體？這些就變成全球史很關鍵性的議題。除了實物的流動、文字性文本的傳播外，圖像由於

其相對於實物的可攜性，與相對於文字的具象性，使其幾乎成為全球訊息交換中最受歡迎與最具影響力的載體

之一。然而，圖像真的可以「如實」地負載與傳遞訊息？「圖」在訊息的旅行、交換與重建中究竟扮演何種角

色？這篇文章將以大家最熟悉的長頸鹿的故事來談談不同形式與媒材的圖像如何在此全球網絡中創造不存在的

訊息，如何投射各個文化對他者與自身過去的想像，甚至如何阻絕或混淆了客觀知識的整合與傳統的接連。有

趣的是，在這些看似負面的角色中，圖像對於其負載訊息的扭曲，或是甚者，接受者對此外來圖像的再度扭曲

性地解讀，事實上卻成為一個非常豐富而有層層節理的文化訊息文本。這對於史學家與文化研究者探討在此看

似彼此相關的全球體系下，各個文化如何連結、如何了解與定位自我與他者、如何建構其世界圖像，提供了非

常難得且具挑戰性的材料。

長頸鹿在傳統中國並非完全陌生的生物。大家都知道鄭和第四次出航時，榜葛刺國（孟加拉）於1414年贈

送一隻長頸鹿給明成祖，其以「麒麟」為名，成為榮耀與肯定明成祖統治的有名「祥瑞」。目前流傳有數本傳

沈度的《麒麟圖》，有的畫幅上端甚至附有傳明成祖宮廷書家沈度所寫的〈瑞應麒麟頌〉。關於這部分故事早

在1928年Berthold Laufer 出版著名的The Giraffe in History and Art、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933年關於十五世紀中國

人的海上旅行相關研究、史語所陳國棟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文章、科普作家張之傑等人都已有說明。之前學者較

少討論到的是，1674年耶穌會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在北京刊印《坤輿全圖》，其地

圖與作為此地圖說明書的《坤輿圖說》小冊中也出現了一隻應該是長頸鹿的生物，而這隻生物不叫麒麟，卻以

「惡那西約」為名。其圖說云：「利未亞州西，亞毘心域國，產獸名惡那西約，首如馬形，前足長，如大馬，

後足短，長頸自前蹄至首高二丈五尺餘，皮毛五彩，芻畜囿中，人視之，則從容轉身，若示人以華彩之狀。」

利未亞州為非洲，「亞毘心域國」據晚清徐繼畬《瀛環志略》乃「阿北西尼亞」之別名，其所對應的西方地

名應為Abyssinia，約當今日的衣索比亞。這隻長頸鹿圖像與文本的來源，早在1973年德國漢學家Von Hartmut 

Walravens 就已經指出其圖像應該是轉譯自十六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最具權威的自然史學家Conrad Gesner所編寫

的Historia animalium（History of the Animals）。

早在Historia animalium（1551）初版的第一冊就收錄有長頸鹿的訊息，這部分的文本提到：「在Aethiopes

西部，除了其他野獸，也產長頸鹿（camelopardales）。⋯⋯在這些區域（我認為在紅海周邊）產有長頸鹿，

與其他豹類全無類似之處」。這裡所稱的camelopardalis一詞，是由希臘文的駱駝（camelo）與豹（pardalis）

二字組合而成，取其類似駱駝但又身披豹斑之意，由名稱勉強可知當時此種動物之新奇。不過，對不熟悉長頸

鹿的十六世紀歐洲讀者而言，遽聞camelopardalis之名，有可能以為那是某種豹，所以Gesner需要強調「與其他

豹類全無類似之處」。關於產地，Aethiopes也是衣索比亞，與南懷仁所說相符。

Gesner往下又說到：「Orasius身體前半較高，甚為突出，當其仰首時，高度可達二十尺。身體後半則較

矮，如尋常鹿。脖頸甚長，頭若馬，儘管略小。四足與尾巴如鹿，然皮毛帶有各式形狀之斑爛花色，人即以巧

手工藝仿製其天然之美也不可得。Isidorus記載，〔此乃中世紀（西元七世紀上半葉）西班牙主教〕，在他的時

代，巴比倫的蘇丹王送了一隻這種動物給尊貴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特烈（Friedrich II, 1194-1250）⋯⋯儘管

Orasius身上有多種彩色的花樣，但是比較多的顏色是白色與棕紅色；此外，當牠注意到觀眾在欣賞牠時，便會

不時將身體朝不同方向擺，好讓人能從各個角度來觀賞。」這裡所稱的Orasius，應該就是南懷仁所用長頸鹿名

稱「惡那西約」的由來，是由阿拉伯文借入的名稱，在拉丁文裡也是外來字。由此可見，歐洲人雖然早已在希

羅古代文化裡，透過希臘羅馬帝國版圖的擴張歷史見過這種動物，但是這些知識與記載在朝向中世紀演變的過

程裡卻被人遺忘或陷入混亂，以至於到了近現代歐洲人重新認識長頸鹿這種動物時，主要是透過位在北非的阿

拉伯人所提供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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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搭配Gesner這段文字（出自Historia animalium卷一於1551年的首版）的插圖與南懷仁

版本的圖像並不相合，其乃是源自較早中世紀的材料。一直要到1560年的Icones animalium quadrupedum 
viviparorum et oviparorum第二版裡，Gesner才加上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南懷仁版所援用之插圖。此一增補的插圖

之後又被納入Historia animalium 1603年再版的卷一。也就是說，當Gesner於1551年撰寫Historia animalium第
一卷時，連一張稍微正確一點的長頸鹿圖片也沒見過。至於其新取得的長頸鹿圖像，Gesner在1560年的Icones 
animalium quadrupedum viviparorum et oviparorum中說到，這張圖是由一位叫作Melchior Luorig的人於1559

年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堡）親眼所見而繪下，隨即送至德國紐倫堡（Nuremberg）刻印發行。1559年的

君士坦丁堡，隸屬於鄂圖曼土耳其皇帝Mehmed III Adli（1595-1603在位）治下，而這頭長頸鹿則是土耳其皇

帝獲贈的禮物。這樣的長頸鹿在當時常常作為稀珍展示而供人觀賞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早在第一版的Historia 
animalium中，Gesner就說「當牠注意到觀眾在欣賞牠時，便會不時將身體朝不同方向擺，好讓人能從各個角度

來觀賞」，而南懷仁很可能是將這樣的文字轉譯為「芻畜囿中，人視之，則從容轉身，若示人以華彩之狀」。

總之，南懷仁所使用的長頸鹿圖像，應該是一路由1559年君士坦丁堡動物園裡的實物，到1559年德國紐倫堡

的版畫，接著是1560年Gesner的Icones animalium quadrupedum viviparorum et oviparorum第二版或Historia 
animalium 1603年的再版中對其之收錄，最後才進到了1674年南懷仁的《坤輿全圖》與《坤輿圖說》中。

值得注意的是，長頸鹿並非十六世紀以後才成為國際珍奇，其早從十世紀開始就被衣索比亞的阿拉伯商人

賣到地中海周圍國家、波斯、印度與中國，並成為這些國家間重要的外交禮物。例如，1404年埃及使節就曾經

送給帖木兒六隻鴕鳥與一隻長頸鹿作為禮物，而上述提到鄭和第四次出航時，榜葛刺國（孟加拉）亦於1414

年送長頸鹿給明成祖，由於孟加拉並非長頸鹿的產地，因此其也可能是由此阿拉伯商人網路輾轉來到孟加拉。

有趣的是，這些不同風格、媒材與時代的圖像，從十五世紀伊斯蘭細密畫、傳十五世紀中國畫、十六世紀歐洲

版畫、到十七世紀歐洲耶穌會士在中國所作地圖插繪版畫等，其非常一致地都描繪一纏有頭巾的外國人手持韁

繩、牽引且回望繫繩於頭部的長頸鹿。我們不知道其間具體的網絡關係為何，是不是可能有一個共同的根源？

不管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兩者可能有相同的根源，但是由鄭和帶回來之麒麟長頸鹿所衍生的圖像，與透

過歐洲再輾轉傳入的惡那西約長頸鹿，由於命名與圖像的變異，兩者已經成為形同陌路的兩個系統。《坤輿圖

說》一書中所描繪的各種生物，不但拆解後分門別類輯錄於1726年雍正宮廷所正式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

之後又收入進1750年乾隆宮廷開始繪製且費時十一年才完成的彩繪本《獸譜》中。《古今圖書集成》與《獸

譜》均直接採用南懷仁的譯名「惡那西約」來稱呼長頸鹿。沒有實物的連結，清宮似乎對於「惡那西約」與作

為明初瑞獸的「麒麟」實為同一種生物一事一無所知。換句話說，在命名的層次上，清宮「惡那西約」所指涉

的長頸鹿被當作一種全新引介的生物，而與明代宮廷麒麟所標識的長頸鹿產生一個斷裂的關係。

就圖像的系譜來說，雖然南懷仁所採用的Gesner圖像似乎與明代麒麟系統的長頸鹿圖像，也有不少相似

之處（例如以人牽引回望的構圖），然而經過《古今圖書集成》與《獸譜》改寫，其語意的斷裂與形象的背離

似乎更加成為定局。尤其乾隆年間繪製的《獸譜》不但去除了牽引長頸鹿的人，且相對於前述圖像皆為黑白單

色版畫，《獸譜》以層層疊加的色彩堆疊暈染出長頸鹿的身體加上五彩的炫光，以回應「皮毛五彩」的文字敘

述。不同於《古今圖書集成》版本中帶有角度之皴法所構組的木刻版畫山水，《獸譜》中的惡那西約被三塊土

狀石頭包圍住，置於一個傳統的青綠山水中。畫中左邊開展出的紅葉上飄過一縷煙霧，拂過惡那西約狀如開花

的頭頂毛髮，結合傳統青綠山水的語彙，整體透露出一種理想、甚至是神仙山水的意像。此惡那西約頭略低，

挺胸垂臀，似乎正在非常自戀地展示身體背上神奇的炫光。而畫家運用此時宮中受到西方影響下的光影法描繪

出惡那西約柔軟的頂毛，與身上帶有五彩短毛，並透露出肌肉結構如馬般的身體。相較於中國傳統水墨畫所使

用具有透明感的敷彩方式，此種西法影響下的院體風格給予描繪物像一種不透明且具有量感與觸感指涉的物質

存在性。在此，惡那西約的形象雖然與真實的長頸鹿已經相距甚遠，但是卻很諷刺地比之前討論的任何一張圖

像所描繪的長頸鹿更像一隻「真實」存在的生物。換句話說，透過此院體風格的使用，畫家讓這隻當時觀眾可

能完全沒有看過的生物，一方面生活在一個指涉太平盛世之神仙山水中，一方面卻又如此具體地能以日常經驗

想像與構組其血肉身軀之存在（例如，軀幹皮毛質感如馬身，而頂毛如狗等毛髮茂密的生物等）。配合其上述

相應文本具體地提到此生物的產地、尺寸、飼養環境與習性等，我們可以知道就像《獸譜》序中所言其所繪

「悉皆徵實」，編者意圖呈現此看似生活在神仙山水中泛著五彩炫光之瑞獸為一客觀存在的「現實」生物。

清宮「惡那西約」的圖像不僅背離了現實的長頸鹿，也與明代「麒麟」傳統長頸鹿完全斷裂。由此案例可

以看到，圖像絕非中性地作為連結與傳達訊息的被動載體，透過不同的選擇與嫁接，其甚至可以阻礙或重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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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網絡，進而生產出新的或是不存在的知識與訊息。被圖繪在神仙青綠山水中的「惡那西約」與明代附有

〈瑞應麒麟頌〉的麒麟長頸鹿兩者也許都不脫離中國傳統祥瑞政治強調「有聖人，則出」的那套語彙與操作，

但命名與圖像的斷裂，不僅僅讓清宮生產出一隻全新的瑞獸，且透過新技法（西洋擬真技法）與新知識（歐洲

自然史材料）的加入，讓乾隆之臣工足以在《獸譜》序言中宣稱此「瑞徵」乃「悉皆徵實」，以圖像創造了一

個看似真實卻不存在的生物形象，參與中國最傳統的政治論述。

透過對《獸譜》的整體研究，我們知道清宮的《獸譜》積極地收編歐洲的圖像與知識，並且在消化與重製

這些訊息時，以此時宮中發展出來具有稠密細節描繪的西洋擬真風格，將這些歐洲圖繪的珍禽異獸轉換成中國

日常經驗可以想像與接受的動物。雖然這些經過轉換的動物，就像「惡那西約」一樣，不一定可以在形象上連

接回現實的動物，或可能與失去其與中國傳統連結的可能，但是不管如何，我們知道歐洲根源的圖像及其所指

涉的動物，在乾隆朝被視為來自遠方具體存在的生物，而成為其構築之「世界」中不可或缺的成員。清宮的長

頸鹿圖像嫁接且生長於十八世紀全球化圖像流動的網絡中，雖然其與明代麒麟根源于相同的政治論述，然卻有

著非常不同的文化脈絡，此案例提供了我們更進一步思考「圖像」如何不僅僅是「歷史」的插圖，而是如何可

能積極地參與與形塑歷史。

此文節錄與改寫自賴毓芝，〈清宮對歐洲自然史圖像的再製：以乾隆朝《獸譜》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0期（2013年6月），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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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自Conrad Gesner, Icones animalium 
quadrupedum viviparorum et oviparorum, 

附錄, p. 125.

惡那西約　出自《坤輿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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